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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洋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绩效，主因在于中国特色海洋管理结构的有效运行。２０１８
年中国机构改革不再保留成立 ５５年的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管理组织结构与体制框架进行了整体性重构，中
央层面海洋管理职能配置到诸多部门，地方海洋管理形成多种模式。陆海统筹在当代中国海洋治理中扮演的角

色更加突出，但仍面临涉海管理机构设置不统一、职能配置不大到位、机制运行不大顺畅的问题。在治权构成

方面，现行海洋管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效能，弱化了对海洋经济发展重视程

度，削弱了基层海洋管理队伍，地方政府多头管理现象仍未完全解决。在功能实现机制方面，涉海管理机构横

向、纵向及斜向府际关系的权力配置共同构成了中国现行海洋治理组织的总体架构，但涉海协调机构的缺位或

虚置导致央地关系、地地关系和部门关系的海洋管理协同效能发挥不充分。在治理实践中，敏捷治理、整体智

治、全球视野成为当代中国海洋管理的发展要求及其调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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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①，海洋治理愈发成为新时代中国彰显大国责任的重要舞台。海洋治理的

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体制的完善与否②，海洋管理体制的完善则取决于海洋管理机构组织形式的不断改

革与创新。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建设海洋强国”，使得中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迈上新征程。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中国将海洋执法队伍统一合并，成立中国海警局，从而改变了中国海洋执法 “五龙闹

海”现状。２０１８年，国家机构改革不再保留成立 ５５年的国家海洋局，中央层面海洋管理职能配置到诸多部
门，地方海洋管理形成多种模式，国家海洋管理组织结构与体制框架进行了整体性重构，成为一次涵盖中央

和地方，海域和陆域的系统性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健全维护海洋权益机制”，为新时代新

征程上进一步深化国家海洋管理体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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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管理理论由美国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提出①，７０年代开始被世界海洋学界广泛关注②，中国相关研究始

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③ 随着海洋事业的发展，在政治学界特别是行政学界，关于如何协同海洋管理机构职能的
研究日渐增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海洋综合管理和行业管理关系如何处理。学者观点有三：

第一，在 “综合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体制下，行业管理是基础，综合管理是方向④，综合管理保障行业

管理职能的有效实施⑤，比行业管理所处的管理层次更高，职能履行效果最好⑥；第二，海洋综合管理是对海

洋行业管理模式的整合统一⑦，核心职能是海洋资源管理⑧，十八大以后中国海洋综合管理进入基于生态系统

的海洋综合管理时期⑨；第三，在处理海洋综合管理和行业管理关系时，应超越综合管理和 “相结合”观念

的束缚，即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同时应实现海洋管理一体化，依照中国 “大部制”改革模式，将海洋管理机

构设置、职能划分、运行机制以及相互关系等加以改革。瑏瑠 二是海洋管理机构与职能如何优化协同。一般也有

三种观点：第一，在海洋行政管理与执法管理并举体制下，我们应当效法美国，建立统一的海洋执法管理部

门，规范全部或者大多数海上执法职能，包括基本海洋执法职能和具体海上执法职能瑏瑡；第二，在一体化的管

理体制下，我们应当效法法国，国家海洋事务及海上执法职能集中于政府一个部门，沿海省、市相应设立海

洋资源管理机构瑏瑢；第三，中国应建立在国家海洋委员会统领下，由海洋公共政策规范海洋行业管理职能的

海洋管理体制。瑏瑣 三是海洋治理的现代理念如何有机嵌入。总的来说有三种视角：第一，海洋治理概念于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瑏瑤，具有规范、制度安排与实施政策的三维性瑏瑥，国外研究侧重涉海机

构完善，国内研究偏重海洋管理体制构建瑏瑦；第二，海洋治理作为公共治理的一种新型范式，是在海洋行业管

理和海洋综合管理基础上发展而来瑏瑧，建立在新型府际关系、伙伴关系及地方治理基础之上瑏瑨；第三，海洋治

理重在机制建设瑏瑩，海洋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海洋公共参与机制构建瑐瑠，海洋领域国际机制成为复合相互

依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瑐瑡

上述理论研究成果，对中国海洋管理机构职能优化与协同做出不同安排和选择，为推进海洋治理现代化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 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后这一领域问题未引起重视，亟待深入研究。第一，不同机构涉海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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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边界尚需厘清。现有研究成果滞后甚至脱离于实践的发展。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不再保留国家海洋局，各种涉
海职能重新配置，很多沿海地方政府取消海洋管理机构，解决不同机构间涉海职能重叠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

重，学术界关注度不够、理论研究缺乏。第二，府际协同治理机制尚需加强完善。提出用海洋委员会统领海

洋管理观点的学者，其具体内容应如何设计，涉海管理机构间、中央与地方及其各级政府间、海区派出机构

与地方涉海管理机构间如何衔接都没有系统性的论证，对 ２０１８年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完全重构后的府际协同机
制鲜有研究。第三，全球海洋治理挑战尚需有效回应。海洋治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局限于海洋管理

体制和相关理念研究，而对如何把海洋管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理论研究不足，更鲜有全球治理背景下

海洋管理机构职能如何与海洋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基于以上现象，本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以当代中国海洋治理组织结构内的 “央地关

系、地地关系和部门关系”为切入点，诠释当代中国治理中的海洋管理多重结构以及功能联动的实现机制，

进而揭示海洋治理体系转化为海洋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中央、省、市、县 （市、区）以及

海区派出机构为研究的样本，梳理中国涉海管理机构横向、纵向及斜向府际关系以及海洋管理体制内的隶属

模式，归纳不同层级机构变革的特征表现以及所呈现的逻辑机理，阐述当代中国海洋治理的发展要求及其调

试路径，进而对中国海洋管理的现代转型进行理论解读。

二、陆海统筹：当代中国治理的海洋管理结构

陆海统筹的实质是讨论海洋与沿海地区、沿海与内陆地区、海洋与内陆之间的关系。①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
印发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海洋管理不再按照区域设置管理机构，而是基于陆海统筹视角按照功

能设置管理机构。党中央科学谋划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和机构职能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形成新时代陆海

统筹的中国特色海洋管理结构。

（一）海洋管理的组织形态

海洋管理组织是一种以涉海职能为单元的组织形态，旨在解决海洋发展中的问题。在参与海洋治理过程

中，海洋管理组织会根据外部治理主体需要主动对内部结构进行重构，进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组织形态，最终

在宏观上导致涉海管理部门构成的多元化。② 国家海洋局建立至今，中国海洋管理结构主要是从海洋资源的现

状和属性出发，以行业特点来划分职能部门。从整体上看，中国海洋管理组织具有 “直线—放射”分层结

构，包括中央、省、市、县 （区）以及海区派出机构。

中国海洋管理组织从中央到沿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呈现 “直线型”运作模式，海洋管理职能

配置与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基本保持一致，所呈现的差异化较小，管理组织形式基本与中央吻合。市级海洋

管理组织形态存在明显差异化情形，表现为涉海管理机构增多且职能分散、范围变广，与中央及省级涉海

管理机构上下贯通关系松散，呈现出放射性现象。县级海洋管理组织形态则 “千汇万状”，各县级与上级

海洋管理组织对应关系薄弱、“放射形态”多样且同一市级下属县 （市、区）间涉海管理机构也有显著

差异。

中国当代海洋治理的组织形态明显超越了纯粹的纵向科层体系：一方面，它的主体结构具有层级特征，

总体上央地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及管理体制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了以中央为主的领导权威性、高度凝聚力和

巨大动员力。另一方面，中国地方海洋管理组织形态又具有改革自主性，沿海地方政府虽没有严格与中央机

构保持对口统一，但各市、县级涉海管理机构又并非 “孑然一身”，而是以保持省市、市县相吻合为主基调

重构涉海管理机构。

１ 中央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中央政府是国家全国事务主管机构，立足于长远和全局利益，通过人事任免、集中财权、分散事权等方

８８

①

②

姚鹏、吕佳伦：《陆海统筹战略的理论体系构建与空间优化路径分析》，《江淮论坛》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任彬彬、宋程成：《治理复杂性与社会组织形态分化：基于行政条块结构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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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地方政府进行约束或激励，具有整体性集权和选择性分权的特征。① 中国作为中央政府的国务院按照职能

结构划分为 ２６个组成部门，涉及海洋管理的部门共有 １０个，其中包含了 １８项涉海管理职能。此外，海关总
署在海上缉私、中国气象局在海洋气象监测及中央外办在海洋权益维护上也参与到海洋治理中。这样，中央

层面涉海管理机构总共达到 １３个，涉及 ２０项海洋管理职能 （见图 １），其中海洋权益维护和海上执法 ２项管
理职能出现明显重叠交叉现象，单一职能隶属于多部门共同参与治理。但从机构设置整体上来看，中央层面

各管理部门间职能边界划分较为明确，职能隶属较为清晰，且各部门同等隶属于国务院统一指导。

图 １　 中央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图 ２　 省级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２ 省级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省级政府是中央政府委托代理人，联结中央和地方并作为地方最高层级的管理机关，承担中央与省级、

省与省级以下、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转换枢纽。中国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广东、广西、海南等 １１个沿海省 （市、自治区），在省级政府机构设置上因地域或产业差异，每个沿海省

（市、自治区）也体现出相对独立性。总体上来看，省级层面有自然资源厅、海洋局、海洋与渔业局、林业

局、发改委、农业农村厅、水利厅、水务局、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交通运输厅、生态环境厅、文化与旅游厅

（局）、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海警局等 １５ 个涉海管理的机构 （见图 ２），涉及海域海岛管理、海岸带管理、
海洋预警监测、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海洋资源综合管理、海洋保护地管理、海洋湿地管理、海洋生态管理、

滩涂管理、海塘管理、渔业渔政管理、港航管理、口岸管理、海事管理、海洋旅游管理、海上执法、海洋灾

害综合管理、海洋气象监测等 １８项海洋管理职能。从海洋管理职能配置上看，１５个省级涉海管理机构如何与
１３个中央层面涉海管理机构相衔接，成为影响央地关系的重要因素。

３ 市级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市级政府是介于省、县之间的政府，处于五级行政管理体系的中层，是连接县乡基层的中间枢纽、落实

顶层设计的中坚力量、推进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中国 ５１个沿海地级政府，海洋管理组织形态各具特色、百
花齐放。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沿海地级政府机构中有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海洋局、海洋与渔业局、海洋发展

局、海洋发展与渔业局、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港航口岸与渔业管理局、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港口管理局、

港务局、交通运输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园林和林业局、林草局、林湿局、水利局、

生态环境局、文化与旅游局、应急管理局、气象局等 ２２个市级涉海管理组织形态 （见图 ３），承担着与省级
涉海机构相同的海洋管理职能。２２个市级涉海管理机构如何与 １２个省级涉海管理机构相衔接，省市两级组织
机构履行海洋管理职能上下不协同、错位现象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制约海洋治理现代化进程。

９８

① 臧雷振、张冰倩：《行政升格如何调适府际关系———历史演进、学理类型与作用机制》，《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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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市级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４ 县级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县级政府是职能健全的基层政府，上接省市政府，下承乡镇街道，在地方政府体系中扮演着 “中转站”

的角色。① 中国共有 ２０８个沿海县 （市、区），各县 （市、区）政府涉海管理机构设置整体上紧跟市级部门机

构建制，但又存在差序布局。在现行的涉海管理县 （市、区）组织形态中，总共设置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渔业局、海洋与渔业局、海洋发展局、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海洋渔业发展中心、渔业渔民渔船管理局、农业

农村局、农业农村委员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水利局、水务局、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

局、港航口岸和渔业局、林业局、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海洋局、市政园林局、交通运输委员会、交通运输

局、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管理局、文广旅游局、应急管理局、气象局等 ２７个县级涉
海管理组织形态 （见图 ４），承担着与省市政府相同的海洋管理职能。但海洋管理职能配置较为分散，２７个县
级涉海管理机构如何与 １９个市级涉海管理机构相衔接，市县两级组织机构履行海洋管理职能上下不统一现象
比较突出，已经制约着海洋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运行。

图 ４　 县级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０９

① 田先红：《县域政策共同体：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一个新视角》，《学海》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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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海区派出机构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海区派出机构主要代表国家，在事权、人权和财权上独立于地方政府，在职能上又紧跟中央部门。海区

派出机构作为正司局级单位，承担连接中央和地方的纽带作用，拥有众多的下属事业单位。在海区派出机构

的管理组织形态上，早在 １９６５年国务院对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海区进行划分。２０１８年国家机构改革后，原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更名为自然资源部北海局、东海局、南海局。生态环境部组建后，

相继成立七大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其中有三个涉及海洋，分别为海河流域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局 （简称 “海河北海局”）、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简称 “太湖东海局”）、珠江流

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简称 “珠江南海局”）。自然资源部的三个海区派出机构和生态环境部的

三个海区派出机构 （见图 ５），在积极跟进和充分贯彻中央政策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授权或委托承担对所辖海
域海洋管理、海洋督察、生态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

图 ５　 海区派出机构海洋管理组织形态

（二）海洋管理的府际关系

府际关系直接影响政府权力配置和布局。① 政府组织结构是行政组织职责权划分所形成的管理组织架

构②，反映府际关系下权力配置的组织逻辑。海洋管理机构横向、纵向及斜向府际关系的权力配置共同构成了

中国现行海洋治理组织总架构。现行海洋治理机构的组织结构，一方面按科层制组织形式，形成由国务院及

其领导下的部级管理机构和其他下属部门所组成的纵向组织结构，即中央、省级、地市级、县区级涉海部门；

另一方面，国务院与沿海地方各级政府又根据本区域内特点，在本级涉海管理基础上设立若干 “差异”部

门，形成横向组织机构；此外，还有较特殊的海洋管理斜向府际关系，即中央海区派出机构与地方涉海管理

部门的关系，两者层级不同，无直接隶属关系，但其在涉海职能上又会出现管理交叉的关系。

“职责同构”中职责划分不清往往会引发行政职权向行政行为转化过程的各种问题。③ 现行中国海洋管理

组织形态，在 “职责同构”模式下部门组织结构呈现差异性，而不是一致性。④ 职能是机构设置的主要依据，

明确了部门职责边界，但不直接决定权力运行的组织机构，例如县 （区）级涉海管理组织类型变多，海洋管

理组织隶属关系不顺畅的数量明显增加，且隶属对应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职责同构”并不意味着组织机构

及规模设置需保持一致性，而海洋管理纵向组织结构规模差序格局更多体现在市、县 （区）级。

省级及以下涉海管理机构虽然能够自主设置与上级职能部门相对应的数量规模有限，但在职能部门组织

结构上确实具有较大的自主裁量空间。换言之，地方涉海管理机构在职能部门机构设置类型上更多是与上一

级政府对标，保持一致性，但在部门权力运作的组织结构上因本地区产业或行业性质的差异，会组建符合地

方 “特色”的权力运作机构。例如海洋战略与经济规划职能，与其对应的中央职能部门是自然资源部，但在

地方自主裁量下，权力运作的组织结构变为 “特色”机构：如浙江省发改委、山东省海洋局、福建省海洋与渔

业局、上海市水务局等。市级层面也亦是如此，海洋战略与规划职能 “分散”至多部门管理，例如青岛、威海、

日照市海洋发展局和烟台、滨州、潍坊、东营市海洋发展与渔业局等。省级及以下沿海政府部门组织结构规模数

１９

①

②

③

④

谢庆奎：《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 １期。
郭庆旺、贾俊雪主编：《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７６页。
赵志远：《政府职责体系构建中的权责清单制度：结构、过程与机制》，《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周振超、张金城：《职责同构下的层层加码———形式主义长期存在的一个解释框架》，《理论探讨》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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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参差不齐，充分说明了地方政府在职能部门组织结构横向府际空间安排上的自主性和地区差异。

斜向府际关系是当代中国治理海洋管理结构存在的又一特征之一。斜向府际相较于横向和纵向府际更为

复杂，在实际的发展运行中，例如东海局作为自然资源部代表国家在东海海域管理的派出机构与浙江省人民政

府之间并无直接隶属关系且层级不同，但管辖海洋空间重叠，这就对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海洋管理的隶属关系

海洋管理隶属关系问题发端于海洋管理体制改革，其主要集中在省、市、县级层面，当前已影响海洋治

理通畅运行。隶属关系问题包括纵向设计和横向配置，分别对应有 “省级统筹”与 “市级统筹”“单一部门

统一管理型”与 “多部门分散管理型”等观点。①

在现行海洋管理隶属结构的讨论中，“政府层级论”与 “部门职能论”作为两种重要的理论观点，共同

构成了海洋管理结构隶属关系的基本内涵。“政府层级论”这一概念，实际上涵盖了集权和分权两种截然不

同的治理策略，即 “省级统筹”与 “市级统筹”。这两种思路分别代表了在不同行政层级上实施统筹规划与

管理的两种模式。“省级统筹”与集权管理体制相适应，海洋管理层级领导收窄为下管一级，市级政府跟进

中央机构改革受到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市级政府实质是跟进省级政府的机构改革，所以就会出现 “省级统

筹”现象。“市级统筹”与分权管理体制相适应，是中央政府通过分权协调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的

选择性集权逻辑。② 根据中央通过 《关于地方机构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

自主权，允许地方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因此，沿海各地市、县 （区）级政府根据本地区行业或产

业特色重塑涉海管理机构，形成海洋治理组织结构 “特色化”，这种 “特色化”治理导致在地方涉海机构的

隶属关系上出现机构衔接不顺的困境。中国涉海管理隶属关系不顺现象十分突出，沿海省 （市、自治区）

１３个涉海管理机构的海洋管理职能，隶属关系涉及中央层面涉海管理部门 ２４ 项次，隶属关系不顺的有 １２
项次，占到 ５０％。沿海市级 ２１个涉海管理机构的海洋管理职能，隶属关系涉及省级层面涉海管理部门 ３５
项次，隶属关系不顺的有 １５项次，占到约 ４３％。沿海县 （区）级 ２５个涉海管理机构的海洋管理职能，隶
属关系涉及市级层面涉海管理部门 ５８ 项次，职能分散至多部门现象十分突出，隶属关系不顺的有 １４ 项
次，占到约 ２４％。

“部门职能论”根植于整体性治理与管理职能的理论架构之中，其核心聚焦于探索同一政府层级内，海

洋管理权力如何实现跨部门间的科学分配与横向职能的有效配置，以确保管理效能的最大化。现阶段学者主

要提出两种海洋管理模式，即 “单一部门统一管理型”和 “多部门分散管理型”。“单一部门统一管理型”在

海洋管理结构中主要体现为中央、省、市、县级职能隶属顺畅，计划顶层设计，例如中国海洋旅游管理和海

洋生态环境管理职能完全是从上至下，由单一部门统一管理。“多部门分散管理型”则是现行海洋管理结构

的主要模式，在中央统一领导，结合沿海各级地方政府实际情况，同一涉海职能分散至不同部门。例如，

２０１８年至 ２０２３年底，浙江省海洋渔业管理工作在省级层面隶属于农业农村厅，而在台州市层面隶属于港航口
岸与渔业管理局、舟山隶属于海洋与渔业局。更为差异化的是渔业管理职能在台州市下属的临海、温岭、玉

环三个市隶属于港航口岸与渔业管理局，三门县隶属于农业农村局，椒江区隶属于农业农村与水利局，路桥

区隶属于水利海洋渔业局。省市县三级渔业管理部门不相匹配，隶属关系不顺畅，存在多头领导，统筹乏力，

政出多门乃至政策 “打架”的情况。

（四）现行海洋管理结构所带来的影响

１ 降低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效能。

高质量海洋治理的诉求成为当下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重要的政治景观之一。国家海洋局撤销并入自然

资源部，当时在国际社会的第一反应是中国将不重视海洋管理问题，只重视海洋资源管理，有关海洋国际事

务在中国由哪个部门负责。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性海洋事务管理，存在综合性海洋问题由谁管、海洋与气候变

化联动谁负责等问题，中国应如何应对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新局势。实践中，中国在与世界

各国开展双边或多边国际海洋合作与交流时，通常需要调动多个涉海部门协同参与。在对外协商之前，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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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治理的海洋管理多重结构和功能联动机制分析

进行内部的多部门协调，而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谈判效率、减缓谈判的进程，同时增大意见达成共识

的难度。例如，在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中日举行的第十二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上，中方派出了包括中央外办、
外交部、国防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中国海警局等 ９个部
门组成的代表团，日方代表团由 ７个部门组成；在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举行的中韩涉海问题磋商上，中方派出了包括
中央外办、外交部、国防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海警局等 ８个部门
组成的代表团，而韩方代表团由 ４个部门组成。其实，能够为中央做决策起参谋的部门一定是综合管理部门。
目前状况缺乏统筹海洋管理部门，多个涉海部门难以形成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降低了海洋治理效能，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

２ 对海洋经济发展重视程度产生影响。

自然资源部作为国家层面承担海洋资源管理部门，海洋管理内设机构仅有海域海岛司、海洋战略规划与

经济司、海洋预警监测司三个机构，职能范围与原独立局相比，影响力、工作理路、人员力量严重缩水，三

个司局工作仅仅限制在业务性工作，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谋划三个司局力不从心，尤为明显的是 ２０１９年开
始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基本缺失。地方层面同样如此，由于没有独立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绝大多数省 （市、自治区）以及沿海县 （市、区）的海洋经济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省厅的一个

处室、一位分管海洋的副厅 （局）长，很难在一个省 （市、自治区）或沿海县 （市、区）为海洋经济发展发

出强有力的 “海洋之声”。

３ 基层海洋管理队伍严重弱化。

２０１８年国家机构改革以来，沿海地区涉海管理组织重塑主要更多采取体系融合制，将原有的单一大局人
员按 “拆分—再重组”的形式融入自然资源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以及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

门，导致了基层海洋管理队伍呈现弱化和虚化趋势，基层海洋管理工作服务能力严重弱化。一是人员流失严

重，队伍力量薄弱。课题组在浙江台州沿海县 （市、区）调研发现，由于人员流出 （包括 “跳槽”和借调）

以及科室整合压缩，众多基层海洋管理组织面临实际在岗人数锐减甚至不足原编制数一半，导致人员力量削

减。二是人员结构存在显著的年龄与知识老化问题，导致队伍出现 “青黄不接”困境。涉海技术人员的年龄

普遍偏高，学历以中专、大专为主，加之缺乏系统性的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使得他们的专业知识储备不足，

业务能力出现明显的断层和断档现象。三是海洋管理职能与新合并单位职能差异性太大，基层海洋管理队伍

组织归属感弱，士气低沉。例如一些地方把海洋渔业管理与水利管理部门合并，一批人是从事海洋渔业产业

和执法管理工作的，另外一批人是从事水利工程管理的，两类工作几乎是两张皮、相互之间根本没有关联，严

重影响到地方海洋经济发展。基层海洋管理作为国家海洋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对海洋生产影响很

大，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基层海洋管理 “三支队伍”建设所具备的重要战略意义及其面临的紧迫性。

４ 地方政府多头管理现象仍未解决。

归口管理制度是党领导国家事务的重要方式之一①，政府部门通过归口管理制度解决行政隶属关系不在

一 “条”线的问题，进而实现行政管理一元化领导。中国现行海洋管理组织结构种类繁多、多头管理的现象

严重，由此带来规划建设不同步、监管不到位、执法不严格等问题。出了事故，多部门 “喊冤”的例子比比

皆是。一是 “多头重复”，一项涉海职能工作对接多个上级政府部门。例如，浙江省某市某区的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需要对接该市农业农村局、港航与渔业管理局以及水利局三个上级管理部门。工作中对接多头、部

门会议时听得懂 “上半场”而听不懂 “下半场”、在项目申报和专项资金分配上衔接无门的现象时有发生。

同时，重组后的上级部门还未形成共识和建立起统一的部门机构绩效评估机制，在责任考核工作中仍采用传

统的将目标由上至下层层分解模式，出现行政人员在材料上报时一报多和上层绩效考核需多查一的现象。二

是 “多头推诿”，即在实际的涉海事务中，由于职能划分机制上的缺陷，且缺乏高效合作机制，使得权限界

定不明朗，导致多头推诿，甚至造成无人管理的局面。在涉及安全、生态等领域的一个部门 “统管”＋多个
部门 “分管”的统分式齐抓共管将职责分工弄得十分复杂，制造出许多 “边界”问题。② 例如，以渔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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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烨、孟天广：《横向权力结构与地方政府回应性：分职与协同》，《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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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为例，渔业安全事故频发主观上存在船员不适任、船舶不适航、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

且主要统管部门为农业农村部门，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一旦出现渔业安全问题，往往出现 “１＋Ｎ”的分管形
式，多部门推诿现象频发：海洋渔业部门宣传督察不到位、交通船检部门安全检查不落实、海警部门处理事

故不及时等。

三、府际协同：海洋管理结构的功能机制

府际协同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是海洋治理的必然要求和现实路径。横向部门间的 “块上协

同”与纵向部门间的 “条上协同”共同构成了条块关系下府际协同的权力关系结构。② 在海洋治理实践中，

当代中国海洋治理的管理结构转化为海洋治理的功能机制，海洋管理结构的特征及其特性也相应地转化为海

洋治理的机制功能。与此同时，这种转化也推动了中央统筹与地方自主的协同。一方面，海洋管理结构的中

央统筹能够有效避免完全由地方自主所带来的负功能，克服治理紊乱现象；另一方面，涉海管理机构的纵向、

横向和斜向高效协同，提升了海洋治理机制功能的兼容性和适应性，强化了其应对挑战和化解风险的治理能力。

（一）中央涉海机构协同

中央涉海机构协同指中央层面不同部门在涉海管理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涉海管理机构的高效协同对于保

障海洋事务顺利开展、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共同维

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海洋管理组织结构与体制框架已完成整体性重构基础上，如何有效解决

不同涉海管理机构间的协同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从机构设置上，中央层面按照功能标准将特定海洋事

务划分至专门的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涉海管理机构达到 １３个。其次，从功能构成上，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不再
保留国家海洋局，中央层面海洋管理职能配置到诸多部门，例如将原国家海洋局的海洋资源管理职能和海洋

环境保护职能分别 “细化”到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的功能中，落实了在不同情境下功能管理活动的完整

性；又将国家发改委的海洋战略与经济规划职能 “统一”至自然资源部的功能中，在一定程度上又确保了职

能运行的高效性，保证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

由于中央层面不同涉海管理机构之间难免存在职能重叠问题，而这种现象出现既是涉海职能配置不到位

所致，也是部门职能界定不清所致，更是部门间缺少有效统筹机构所致。在涉海机构职能中，例如：（１）海
洋战略与经济规划职能与海域海岛管理职能在海岛经济开发利用上相重叠，可能会导致自然资源部内部机构

之间的权责不清现象；（２）中国海警局的海上执法职能与农业农村部的渔业渔政管理职能在对于海上渔业的
管理活动中，何时为海警局管，何时为农业农村部管，两个中央部门间是否有明确的界线划分也存在 “空

白”；（３）海洋权益维护职能至少涉及自然资源部、中央外办、外交部、交通运输部四个涉海部门，如何共
同实施维护海洋权益的职能尚不明晰，不同部门间的协同方向和路径并未指明，在各自应尽的管理职权范围

内如何高效落实海洋权益也存在争议。中央层面涉海管理机构间如何各司其职又高效协同是新时代海洋治理

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二）沿海地方政府涉海机构协同

沿海地方政府涉海机构协同包括一级地方政府不同涉海管理机构间、同级涉海政府机构间、省市县三级

涉海政府机构间在涉及海洋事务治理上的相互合作与协同联动。沿海地方政府涉海机构的协同对于地区资源

整合和优化配置、经济合作和发展以及跨区域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合理的推动作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作为沿海地方政府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各沿海地方政府海洋管理要实现利益驱动下的

多方竞合和高效协同，难度是相当大的。海洋资源的无序开发和跨区域海洋治理失灵也是现阶段沿海地方政

府协同面对的主要问题。在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海洋管理实践中，近海区域以及海洋交叉区域是地方政府以

及涉海机构间竞合和利益冲突的主要场域。在港口航运、渔业捕捞、深海养殖和海洋生态等方面，往往更容

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多方相互 “扯皮”。

地方涉海管理机构设置不统一也是沿海政府协同受阻的主要原因。由于很多涉海管理机构上下不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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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系统，各部门的管理目标也不尽相同，在协同治理过程中相互之间也难以建立信任关系，势必产生矛

盾分歧。例如海洋渔业管理在福建省级层面由海洋与渔业局管理、厦门市级层面由海洋发展局管理、思明区

和湖里区二个县级层面则是由市政园林局管理，还有滩涂管理在浙江省级层面由自然资源厅管理、舟山市级

层面由海洋与渔业局管理、定海区县级层面由水利局管理。三级政府涉海管理机构上下不统一，三级管理机

构也非同一个系统，使得政策传达、文件下发、业务指导、人员沟通都造成一定困境。另外，各级地方同级

政府在涉海机构设置上也不一致，造成同级政府海洋管理机构间协同遇到不顺畅的问题。加上地方政府涉海

管理机构间内在协同驱动力不足，致使地方政府涉海管理决策时各部门主体各自为伍，海洋治理整体性弱化。

尤其是在发生矛盾冲突时，各部门在跨区域合作上，积极性和主动性差，导致海洋管理合力效果不明显，职

责难以划分。破局地方涉海管理机构设置不统一现状，实现涉海管理机构高效协同成为必然。

（三）海区派出机构协同

中国海洋区域管理是以中央为主导的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权益保障等一些列活动。①

中国 ６个海区派出机构分别由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统一垂直管理，其职能配置按照一般性原则，紧跟其
他中央涉海管理部门职责。当下，海区派出机构协同主要体现为所辖海区与沿海地方政府涉海管理机构之间

的协同。海区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在协同过程中与沿海地方政府相比，工作的独立性和综合性较强，对所做

决策的权威性和大局性要求较高。海区派出机构通过构建陆海统筹、地方落实、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打通

了海岸和海域、陆域和海洋的监管壁垒，为海区派出机构统筹实施陆海协同监管提供依据，保障中央与地方

各级政府海洋管理多元互动实现。

此外，海区派出机构职能的多样性可能会导致沿海地方政府在规划和管理中，绕不开职能重叠困境，难

以发挥地方治理特色。随着沿海地方政府涉海机构自主性的不断增强，各级沿海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的利

益最大化，势必会引发各级沿海地方政府与海区派出机构产生矛盾和纠纷。② 如何有效处理好海区派出机构和

沿海地方政府在海洋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成为当下海洋治理的重要议题。

（四）央地涉海管理机构协同

央地关系贯穿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国新时代央地关系协同主要关注央地关

系的分工与责任问题、央地之间的事权与财权分配问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问题等方面。③ 海洋管理作为国家

合法权力的行使，包含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沿海民众三层关系。央地涉海管理机构协同在于中央引领地

方，由此实现治理主导性和自主性相协调的机制功能。当代中国治理的海洋管理结构，在实践中体现为中央

治理的核心主导性。在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中央和地方机构改革在工作

部署，组织实施上要有机衔接、有序推进。相应地，地方沿海政府也要紧跟中央涉海管理机构的改革脚步。

中央作为机构改革的 “核心”，必须为地方政府的改革跟进建立示范。核心主导性，是中央发挥自身模范作

用，把握 “海洋强国”建设正确前进方向的根本保证。

央地涉海管理机构协同是为了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合作，共同推进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在沿海地方实践中，根据 《关于地方机构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沿海各地

可以根据本地经济社会现况因地制宜设置相关机构。浙江、海南、福建、山东、广西在海洋管理机构设置上

的试点性自主改革，与中央以及其他地方海洋机构改革方案形成差异性对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海洋管理机

构功能机制的拓展创新。与之相反的是，这些地方海洋管理部门在调整和合并后，容易出现职能匹配差异现

象，形成一个机构对接中央多个部门管理的情形，在职能隶属关系上不得不考虑其他涉海管理部门，难免会

出现多头领导的弊端，造成中央和地方海洋管理机构协同困境。

四、当代中国海洋治理的发展要求及其调适路径

目前中国将不同涉海职能配置到诸多部门，基于海洋综合管理的涉海管理机构协同已成难以回避的问题。

５９

①

②

③

滕晓键：《浅谈中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中国管理信息化》２０２０年第 １６期。
张一、白敏：《国家海洋督察制度：文献述评、实践举要与研究进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３年第 １１期。
高永久、杨龙文：《府际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央地关系协调：价值意涵、演进思路与发展动向》，《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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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海洋治理的实践探索和运行发展过程中，陆海统筹的海洋管理结构和府际协同的功能机制，仍然

存在结构性偏差：一是各涉海管理机构的职能边界模糊、部门协调机制不完善、隶属关系对应不匹配，可能

抑制海洋治理的创新、高效、协同体系；二是单纯依托海洋治理科层化，则可能会产生海洋管理结构以及功

能行使处于科层制负功能的内循环状态。因此，在当代中国海洋治理中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加力，迫切

需要在涉海管理机构之间建立起结构性协同关系，在促进海洋治理效能发挥的同时，加快推进海洋治理现

代化。

（一）敏捷治理：海洋治理结构变革的优化选择

敏捷治理作为一种可持续决策过程，其核心价值在于弹性、回应性和适应性。在推进海洋治理现代化进

程中，复杂的社会环境、多元化的公共需求及不确定的技术导向给多部门协同和多元化供给的海洋管理工作

带来了挑战。为进一步使海洋管理结构得到最大优化，敏捷治理作为一套新的现代性治理框架，符合海洋治

理现代化发展趋势，也成为海洋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敏捷研判。海洋治理处于时刻变化之中，在海洋发展中对海洋管理体制的实践态势进行持续追踪

尤为必要。敏捷研判使当代海洋治理结构更具灵活、适应特性，使海洋治理主体能够迅速适应环境变化，并

根据实际情境灵活采取应对措施和行动反应，以积极适应高度不确定的复杂环境。例如，作为渔业大县，宁

波市象山县委县政府在海洋渔业管理具体实践中从惯性管理走向主动治理，对 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水
利和渔业局这一机构不适合本地区海洋渔业发展的 “变量”进行敏捷研判，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做出相应的

机构适应性调整，２０２３年成立新的象山县渔业局，进而使海洋渔业管理结构更好地服务于海洋渔业经济的发
展。把握敏捷研判对于海洋管理结构体制的完善优化有着重要意义，其在研判上具有先见性及适时性，能够

把握发展趋势，及时识别缺陷，且能自适应地获取新知识，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方案。

第二，敏捷联动。治理主体和资源碎片化困境是海洋管理结构面对的主要挑战，这直接指向了其结构优

化的需求。现代海洋治理正朝着多元化、协同化及整体化的共同运作趋势发展。但实际运作中，要素保障落

实难、职能交叉确权难、信息共享实时难等海洋治理碎片化弊端始终阻碍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敏捷治理通过

治理结构和治理流程的重塑优化，在涉海协同中形成灵活、高效且较低成本的治理机制，避免了传统海洋管

理科层制所引起的条块分割、效能不佳的局限性。浙江在敏捷联动上，推进 “大综合一体化”改革，自然资

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海警部门密切联动，开展违法用海用岛 “双清零”攻坚行动，实现多个部门联合、

一个口径指挥、一支队伍监管，全新的 “一体化”运作机制，降低了海洋行政监管成本。此外，敏捷治理充

分发挥技术优势，依托数据共享、精准资源配置及智能监管等核心资源，构建起多方协同、跨越部门界限、

层级障碍及地域限制的多元化主体联合控制机制，拓宽海洋管理的广度深度，激活各级涉海政府的能动性和

创新力，提质增效基层海洋治理，促进海洋治理现代化。

第三，敏捷重构。机构重塑是政府组织的自我调适①，敏捷治理则强调快速决策和灵活调适，可以更好

地应对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变化，建立更加灵活和响应能力强的管理机制。２０１８年以来，海洋管理结构在各地
的实践探索中，不断调整完善，成立了新部门或调整新职能，其并不是简单地将同类职能部门整体合并，而

是对多个涉海部门的共性职能进行分离、提取和重构。海洋治理新部门比 “大部门”的简单合并精细化程度

更高，本质上是更专业、更纯粹的综合性管理部门。２０２４年以来，浙江省海洋经济厅、海南省海洋厅、深圳
市海洋发展局等作为独立的海洋综合管理机构相继成立，潜移默化地将敏捷治理融入海洋发展，因地制宜地

建立起现代海洋综合管理体系。通过敏捷重构，使海洋管理治理体系形成一个以职责为导向的闭环协同运行

机制。海洋事务在运作过程中，首尾相接、前后呼应，实现了海洋治理部门内的 “闭环式”协同，极大提升

了涉海治理决策、执行、监督的科学性。

（二）整体智治：海洋治理复合机制的发展要求

整体智治是强调治理主体间有效协调的 “整体治理”和治理主体对数字技术广泛运用的 “智慧治理”，

两者是有机结合，并非简单叠加。② 一方面，借助整体性思维的引导，“智慧治理”得以明确价值目标，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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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杰：《寻找部门合成的 “最大公约数”———政府机构改革中的集成逻辑研究》，《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郁建兴、黄飚：《“整体智治”：公共治理创新与信息技术革命互动融合》，《光明日报》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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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智能地、精准地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为 “整体治理”提供了工具，使得对治理资

源的整合变得高效。① 具体到海洋治理的场域，主要体现在整体性、效率性、智能化和共享化四个方面。

第一，整体性。海洋整体智治的基础是治理内容的清晰化。在职能划分方面，理顺涉海管理边界和明确

涉海管理幅度，既是海洋治理整体治理的要求，也是海洋治理均衡的重中之重。在 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后，各级
涉海管理部门对其工作内容进行确认，同时对内设机构数量及人员进行组合，但中央部门间、地方部门与上

级部门间、地方部门与地方其他相关部门间仍存在一定的职能责任重合或空白。因此，在海洋管理部门职能

重新划分中，为防止划转或新增职能承接不畅，出现部门间推诿扯皮的现象，相关内容表述都应经过多次协

商沟通，精准化各个部门职能，例如中央涉海机构层面自然资源部与林业和草原局在具体情境下的海洋自然

保护地、海洋湿地管理上的职能划分；地方涉海政府机构在渔业渔政管理职能与上级部门之间的衔接关系等。

针对重点职能或者分工较为复杂的职能，要通过补充表述来厘清各部门的职能分工，以达到海洋治理整体又

不分散的新局面。

第二，效率性。海洋整体智治的关键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高层次协调机构是提高海洋综合管理能力的

必备要素，也是增强涉海部门高效协调的需要。例如，日本 ２００７年成立以首相为本部长的海洋政策本部，美
国 ２０１０年将相关部门改组为海洋委员会，都是为了更好协调涉海部门工作，有利于形成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海洋管理体系。因此，应当有效发挥国家海洋委员会模式，探索建立陆海统筹和府际协同有机结合的矩阵制

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强化政府对发展海洋经济的统筹推进和协调能力，负责制定研究开发、保护、防卫的

重大战略方针，进行全局性的连续指导，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此外，可以建立 “多规合一”的统筹工作

格局，加强海洋管理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积极推进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

能区划之间的融合。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制度建设，制订一批法律规章、出台一批政策意见、编

制一批空间规划、制定一批规范标准，为完成规划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各部门之间协调，既能保障部门

机制顺畅运行，又能攻坚克难，极大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智能化。海洋整体智治的核心是治理过程智能化。智治即智慧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对数字技术的

广泛运用。凭借数字化治理平台的 “超级大脑”，可以高效整合各地域海洋数据，实现海洋信息智能化管理，

使 “海洋强国”战略得到技术支持和保障。② 因此，深化海洋数字治理平台融合、建设跨多部门的海洋大数

据资源库、搭建海洋信息公共数据平台和开发海洋相关的移动终端等是海洋智能化建设的新渠道和方式。此

外，海洋信息治理智能高效亦是协同治理能否发挥其效用的重要基础。

第四，共享化。海洋整体智治的价值是治理结果的共享化。随着技术进步和 “数字海洋”建设的全面推

进，海洋信息化共享已在海洋管理领域广泛应用。然而，海洋信息具有较强的特殊性，牵涉众多利益群体。

由于各部门获取的海洋数据资料不尽相同，所以较难实现实时共享，建立海洋信息数据共享统一标准和健全

海洋信息公开交流平台迫在眉睫。海洋整体智治共享化，要以包容和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治理主体的身份

限制，驱动多元治理的协同、合作及共享，创造透明的信息公开和高效的智能治理环境是符合新时代中国海

洋治理的发展要求的。

（三）全球视野：海洋治理国际化发展的调适路径

海洋的广袤性、流动性、边界模糊性等特征使得海洋问题具有全球性。近年来，全球海洋 “争夺战”正

在逐渐升温，海洋治理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客体更加多样且各国涉海机制交叉更为复杂，这就要求 “全球视

野”既要成为专家学者必备的研究视角，也要成为国家海洋治理国际化发展必备的调适路径。

第一，发扬中国特色海洋治理观以实现海洋治理价值理念聚合。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起着把方向、定大

局的重要作用，规定着各国的政策取向与目标。③ 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广阔领域中，既有的理论框架与学说已难

以全面契合当前时代快速演进与深刻变革的步伐。鉴于此，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亟需能够紧跟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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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占光、吴业苗：《数字乡村何以实现 “整体智治”？———基于浙江五四村 “数字乡村一张图”全景治理平台实证考察》，《电子政

务》２０２３年第 １２期。
胡舜华等：《协同政府理论视角下江苏政府部门的海洋协同管理研究》，《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２２年第 １２期。
王印红、房政杨：《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之维和实践向度》，《山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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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体现并融合全人类共同利益与追求的新型海洋治理理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提出 “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生态文明”“蓝色伙伴关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有关海洋治理的新理念、新政策

和新战略。这些新颖的海洋治理观念强调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提倡构建开放、包容、合作的海

洋治理体系，不仅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动纲领，同时也是中国向全球社会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

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的创新和改革，将为解决海洋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提供新思

路和新方向，也为各国间的合作和沟通提供框架和平台，促进全球海洋治理的协调与合作。发扬中国特色海

洋治理观，凝聚全球海洋治理认识，塑造全球海洋治理价值共识是现阶段中国立足世界海洋治理大国担当的

体现。

第二，健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以促进国际海洋秩序合理运转。各个国家的海洋治理体系都经历了一个复

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海洋治理所依据的法律和政策也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管理方式也在不断实现精细化管理，

并为合理开发和保护海洋正在逐步制定新的框架，全球海洋的治理体系和国际规则也不例外，也因时而变，

适时改变。① 主要沿海国家正在深入探讨并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海洋治理制度框架，旨在整合各方力量，有效

缓解全球海洋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此外，为国际社会应当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的健康发展，设

立相对应的海洋治理共同监检机构，强化海洋相关国际组织间协作，对蓄意扰乱海洋秩序、破坏海洋生态环

境及违背海洋法规的有关国家，采取必要的制裁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外交压力、国际法律诉讼等手段，迫

使有关国家改变其行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海洋社会组织既可以直接针对全球海洋问题采取行动，也

可以通过海洋环保呼吁等国际活动参与到全球海洋治理中。② 海洋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不仅提供了多样化的涉海

公共服务，也向国际涉海政府反映公众需求，提出合理意见或建议，间接影响国际社会的海洋秩序运转。

第三，借鉴不同国家优秀治海经验以实现海洋发展全面化。目前，挪威在渔业资源的精细化管理与海洋

污染防控、澳大利亚在海洋保护区的广泛建立与海上执法的高效执行上都展现了显著成果，此类成功案例为

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促使各国能够根据自身国情，制定并实施相应的政策与措施，

以加强本国的海洋治理与保护工作。鉴于各国国情迥异及所承受环境风险的差异性，在应对海洋环境保护这

一全球性议题时，各国及其非政府组织应基于区域具体实际，强化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以培育区域特色

治理路径，在确保本国海洋环境质量稳步提升的同时，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携手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进程，共

同守护全球海洋环境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此外，在全球海洋治理中要充分认识到客体的复杂性，实施差异

化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各国及其非政府组织在应对海洋发展这一重大议题时，需要进行多视角的综合分析和

评估，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同时，全球海洋治理需要平衡好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关系，

确保人类海洋利用不会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五、结论与讨论

海洋管理是一个辩证统一体，海洋管理改革要立足机构职能协同性和海洋治理整体性，无缝对接国家机

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运行改革。中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正沿着 “管理职能相对分散、海上执法相对集中”的

脉络进行。本文在探寻中国海洋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背后动态、复杂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提炼规律，为解

决不同机构间涉海重叠职能、优化协同涉海管理机构的具体实践提供理论解决方案与发展对策，推进海洋治

理现代化。

高质量海洋治理的诉求成为当下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重要的政治景观之一。中国海洋管理能力无法满

足国内海洋治理和全球海洋治理的双重需要。当前海洋管理体制存在各级各地涉海机构不统一、涉海职能重

叠现象，未来仍需继续优化协同涉海管理机构及其职能划分，为海洋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第一，厘清涉海机构职能边界。中央层面进一步厘清不同机构间重叠的涉海职能；地方层面重点厘清海

区派出机构与地方涉海管理机构间职能划分，以及地方政府内部涉海管理机构间职能划分。

８９

①

②

傅梦孜、陈：《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１１期。
崔凤、艾熳丽：《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多维困境与化解之策———以 ＲＤ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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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构建府际协同治理机制。国内层面，重点解决涉海职能切割不彻底、边界不明晰导致的多头管理、

重复管理问题；国际层面，重点解决海洋对外交往时因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导致的协调成本高、协商难度大、

谈判效率低等问题。

第三，探寻海洋治理现代范式。阐释海洋治理现代性的概念意涵、核心要素及理论要点，构建海洋治理

现代性评测指标体系和评测模型，探索推进海洋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和重要方式，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更

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海洋经济的根在基层，海洋强国的力量源泉在基层。在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中，中国一些海洋大省、海

洋强市、海洋大市已相继成立独立的海洋综合管理机构，均为政府工作部门。各地调整重构基层海洋管理机

构独立设置，标志着沿海地方因地制宜重塑海洋治理体系，着力理顺条块关系，发力发展海洋经济，为提升

行政效能及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促进海洋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体制基础，也成

为海洋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未来研究应重新审视和完善中国海洋战略，重新评估对海洋价值的认知，

重新评估中国海洋管理体制。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海洋管理机构职能协同与治理现代化研究”（２０ＢＺＺ０６３）、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我国海洋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建设研究”（２２＆ＺＤ１５２）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ＵＩ Ｗａｎｇｌａｉ牞 ＭＡＯ Ｘｕａｎｋ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Ｓ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牞 ｇｒｅ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牞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牞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５５ ｙｅａｒｓ牞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ｒｅ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ｎ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牞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牞 ｂｕｔ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ａ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牞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牞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ｗｅｒ牞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牞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ｏｃ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牞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牞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牞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牞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ａ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牞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ｒ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ａ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牞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牞 ａｇｉ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牞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ｕｇｇｉｎｇ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ｍｅ ｌａｒｇｅ ｏｃｅ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牞 ｓｔｒｏ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ｏｃｅ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ｃｅａ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牞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牞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牶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牞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牞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牞 ｌａｎｄｓｅ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９９


